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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林复合系统通过乔、灌、草和农作物的垂直层次配置与时空互补，增强土壤结构稳定性，并优

化碳氮耦合，提升其减排增汇潜力。然而，其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 ,GHG）通量的机理归因与尺度

外推仍受土壤团聚体结构与微生境异质性的限制。作为驱动 GHG 排放的关键因素，土壤团聚体稳定性通过

塑造孔隙网络及氧气与水分分布，决定底物供应、微生物活性与气体扩散，进而耦合 CO2 矿化、CH4 产生

与氧化，以及 N2O 在硝化与反硝化途径中的产生。基于层级团聚体理论与微生态过程模拟的视角，本综述

系统梳理了农林复合系统中生物（根系、丛枝菌根真菌与微生物黏质）、理化（有机—矿物结合、铁铝氧化

物及氢氧化物）与管理（套种、生物质炭、耕作）因素对团聚体稳定性的调控机制，及其作用于 GHG 排放

的关键路径与情景差异（气候、土类和管理），展望了该领域今后研究方向：阐明根系—微生物—团聚体互

作对 GHG 代谢的调控；建立原位观测与机理模型相结合的跨尺度研究体系；通过长期试验，验证因地制宜

的固碳减排技术；预测极端事件与未来气候对系统排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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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oforestry systems enhance soil structural stability and optimize carbon-nitrogen 

coupling through the vertical hierarchical configuration and spatiotemporal complementarity of 

trees, shrubs, grasses, and crops. This increases their potential for greenhouse gas (GHG) mitigation 

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However, the mechanistic attribution and cross–scale upscaling of G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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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xes remain constrained by heterogeneity in soil aggregate structure and microhabitats. As a key 

driver of GHG emissions, soil aggregate stability governs substrate availability, microbial activity, 

and gas diffusion by shaping pore networks and oxygen-water distribution patterns, which in turn 

regulate CO2 mineralization, CH4 production and oxidation, and N2O generation via nitrification 

and denitrification pathway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erarchical aggregate theory and micro–

ecological process modeling, this review systematically synthesizes the biotic (roots,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microbial mucilage/exudates), physicochemical (organo–mineral associations; 

iron and aluminum oxides and hydroxides), and management (intercropping, biochar, tillage) 

drivers of aggregate stability in agroforestry systems, as well as the key pathways and scenario–

dependent differences (climate, soil type, and management) through which they affect GHG 

emission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is field should focus on elucidating the regulatory effects 

of root-microbe-aggregate interactions on GHG metabolism; establishing cross-scale research 

frameworks that integrate in-situ observations with mechanistic models; validating site-specific 

carbon sequestr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technologies through long-term experiments; and 

predicting the impacts of extreme events and future climate scenarios on system emissions. 

Key words: Soil aggregate stability; Agroforestry system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Carbon–

nitrogen cycling;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农业温室气体（GHG）排放已成为国际关注焦点。据 IPCC 第

六次评估报告，农业生产（不含林业）约占全球人为 GHG 排放的 11%~12%[1]，其中农田土

壤是氧化亚氮（N2O）的主要排放源（约 70%），也是二氧化碳（CO2）和甲烷（CH4）的重

要源汇[2]。因此，探索兼具生产与生态功能的可持续农业模式对实现减排目标至关重要。 

农林复合系统作为木本植物与农作物有机结合的土地利用方式，在气候变化减缓中展现

独特优势。全球超 10 亿 hm2 土地采用该模式（农地上≥10%树冠覆盖）[3]，其碳储量达传统

农业的 2.0 倍~2.6 倍[4]，全球农林复合系统的碳储存潜力估计为 4~19 Pg C[5]；相比单一农业

系统，农林复合系统可减少 N2O 排放 6%~36%，提高 CH4 氧化潜力 10%~35%[6-7]。然而，

其温室气体通量形成机制复杂，受植被配置、土壤类型、气候条件及管理措施等多因素交互

影响，呈现显著的时空异质性[8]。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气体或短期效应，缺乏对 CO2、CH4

与 N2O 多气体耦合机制的系统认知。 

团聚体作为土壤结构基本单元，通过塑造土壤孔隙网络与微域异质性，耦合碳分解、氮

循环与甲烷代谢等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对 GHG 的产生、转化与传输具有基础性调控作用[9-

10]。其研究的科学意义体现在：（1）可整合孔隙结构[11-12]、有机质保护[13-14]、微生物栖息地
[15]等多维信息，系统解释物理隔离、化学保护与生物转化对温室气体的耦合效应；（2）它直

接响应并可解释根系活动[16]、凋落物输入[17]、土壤动物扰动[18]及管理措施[19]等生物—非生

物相互作用；（3）对耕作、施肥、植被配置等管理措施响应敏感，是实现温室气体精准调控

的可量化因素[20-21]。在上述多重作用中，团聚体稳定性决定了孔隙网络的持久性、有机质保

护的有效性及微生物活性的时空分布，是连接结构改变与功能响应的关键纽带。因此，本文

聚焦团聚体稳定性影响农林复合系统 GHG 排放的机制、规律与调控途径，为实现气候效益

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1  土壤团聚体的形成与稳定性维持机制 

1.1  团聚体形成的理论基础 

土壤团聚体呈现层级演化特征：初级颗粒（黏、粉、砂粒）在静电、范德华力作用下与



氢键结合成微团聚体（<0.25 mm）[10,22-23]，随后在有机胶结物、根系缠绕与真菌菌丝作用下

聚合成大团聚体（>0.25 mm）[11,24-25]。有机质的持久性胶结（腐殖质、有机—矿物复合）增

强微团聚体稳定性，瞬态黏质（多糖、蛋白、根系分泌物）促进大团聚体形成[26]。农林复合

系统中，木本—作物根系的空间互补赋予团聚体独特的层级特征[27]。深根木本通过根系分泌

物与深层矿物相互作用，使 20~40 cm 土层大团聚体比例较单作提高 15%~30%，矿物结合有

机碳含量增加 15%~25%[28-29]；浅根作物强化表层团聚体网络，使水稳定性大团聚体比例提

高 10%~35%[22,25,30]。“底物转化—矿物筛选—物理稳定化”的理论框架：易分解底物经微生

物转化后被矿物基质选择性吸附进入稳定库，而团聚体提供的物理屏障与扩散限制是实现有

机碳长期稳定化的关键物理前提。这一机制解释了农林复合系统同时增强表层固碳速率与深

层固碳稳定性的双重优势[28]。 

1.2  生物因素的调控作用  

植物根系通过“物理-化学-共生”三元路径主导团聚体的形成与稳定[31]。物理上，根毛

与细根缠绕效应与生长-收缩的机械作用增强大团聚体水稳性[32]，但 Meta 分析显示根系密

度与大团聚体比例的定量关系尚无一致结论[33]。化学上，根系和根际微生物分泌的胞外聚合

物（EPS）与生物膜形成黏结层，当 EPS 含量>2.5 mg·g-1 时可显著提升团聚体稳定性

10%~25%[34-35]；低分子有机酸促进有机-矿物复合与铁铝桥联，高分子多糖与 EPS 提升颗粒

间黏结[36]。实证研究证实了这种双重效应：在橡胶-作物复合系统中，根系分泌的多糖使 0~10 

cm 土层 EPS 含量较单作增加 30%~40%，大团聚体比例提高 20%~25%；在覆盖作物系统中，

细根生物量（0.5~1.2 kg·m-3）使表层团聚体稳定性指标提升了 25%~40%[32,35]。 

根系-微生物共生体系是团聚体稳定的关键生物驱动[31,33,35]。丛枝菌根真菌（AMF）通

过菌丝物理缠绕并分泌类球囊霉素相关土壤蛋白（GRSP），形成跨越土壤颗粒的“生物骨

架”，但其效应呈现显著的养分依赖性：在低磷土壤（<10 mg·kg-1）中可促进大团聚体比例

提高 15%~35%，而在高磷土壤（>30 mg·kg-1）中效应不显著[28,30-31]。在农林间作系统中，

AMF 侵染率达 50%~70%，GRSP 含量增加 1 倍~1.5 倍，促使 0~20 cm 土层大团聚体占比

从 40%提升至 60%[35]。细菌则主要在微团聚体尺度发挥作用：革兰氏阴性菌通过分泌高分

子 EPS 形成稳定的有机—矿物复合体，使团聚体稳定性提升 10%~20%，而革兰氏阳性菌

效应不明显[35,37]。这种“真菌主导大团聚体—细菌稳定微团聚体”的层级分工，构成了农

林复合系统团聚体结构的微生物调控基础。 

凋落物的化学组成差异决定了有机碳在团聚体中的分配模式[33,36,38]。木本凋落物因木质

素含量高（20%~30%），分解缓慢且更利于矿物结合有机碳形成，碳周转时间达 10~25 年；

而草本和作物残体（木质素<15%）更快进入颗粒有机碳库，驱动 1~3 年周期的大团聚体更

新[38]。木本凋落物使 20~40 cm 土层矿物结合碳增加 0.5~1.2 g·kg-1 土，而作物秸秆使 0~10cm

土层颗粒有机碳增加 1~2 g·kg-1 土[33]。凋落物分解过程对团聚体的影响呈现阶段性特征：分

解初期无显著效应，但在分解中后期产生的腐殖质与多糖通过氢键结合显著促进团聚体稳定

性[36]。土壤动物作为凋落物分解的重要参与者，通过生物孔隙与肠道消化形成粪粒，在腐殖

质丰度高的土壤（有机质>3%）中促进团聚体生成，使稳定性提高 15%~30%，但在沙质贫

瘠土壤（有机质<1%）中无显著效应[37]。此外，放线菌参与微团聚体有机质结合的机制仍存

在争议[39]。 

1.3  管理措施的影响 

植被配置通过增加有机质输入与根际胶结来强化团聚体稳定性[36,38]。豆科固氮、禾本科

高根密度、深浅根协同和覆盖作物等通过增加有机质输入与根际黏质，强化物理缠绕和生物

胶结，提高水稳性团聚体的平均质量直径（MWD）和几何平均直径（GMD）（表 1），常伴



随大团聚体比例上升 10%~35%[28]。实证研究显示了显著的协同效应：农林复合系统中，豆

科固氮与高根密度协同，使 0~30 cm 土层的 MWD 增加 40%以上，>2 mm 团聚体比例提高

25%；深浅根协同使团聚体稳定性指数提升 20%~35%[4,32-33]。然而，这类措施存在 N2O 增排

风险：豆科固氮系统因生物固氮而增加土壤活性氮库，N2O 排放增加 15%~30%，当配合高

氮肥投入时（如豆科残体还田后追施氮肥），N2O 排放可能累积增加 25%~45%[4,32]。因此，

在利用植被配置提升团聚体稳定性的同时，需通过优化氮素投入时机与用量、配合硝化抑制

剂等手段，平衡固碳与控氮的双重目标。 

与依赖生物过程的植被管理不同，生物质炭施用通过物理化学改良直接调控土壤结构与

气体通量，且呈现显著的阶段性效应：短期（<1 年）以碱性中和与表面吸附作用为主，减

少可用氮底物，使 N2O 排放降低 15%~35%，同时孔隙结构初步改善促进通气性提升；中期

（1~3 年）随生物质炭表面氧化与生物膜定殖，吸附和生物胶结作用增强，水稳性团聚体比

例提高 10%~25%，通过优化孔隙分布和降低厌氧微域，使 N2O 排放在第 2 年进一步降低

20%~40%[8,40]；长期（>3 年）以多孔骨架与表面官能团驱动的结构与化学耦合为主导，大团

聚体比例累积提高 20%~30%，N2O 减排效应稳定维持在 25%~35%[8,40]。然而，这些效应受

土壤质地与 pH 强烈制约：在农林复合系统黏质土中，施用生物质炭可使第 1 年 N2O 排放降

低 30%，第 3 年大团聚体比例提高 20%；但在砂质土（砂粒>70%）中，因持水能力和胶结

基质不足，减排效应减弱至 8%~12%[4]。在覆盖作物系统中，生物质炭配施于黏质土中团聚

体稳定性提升（25%~30%）显著优于砂质土（10%~15%），对应的 N2O 削减幅度分别达 28%

和 12%[41]。综合分析表明，水稳性团聚体比例显著提高伴随 N2O 排放下降[42]，这证实生物

质炭通过改善土壤结构实现了协同减排，且这种耦合效应随时间推移逐步强化并受土壤基础

性质调控。 

耕作方式作为最直接的物理扰动措施，对团聚体稳定性与温室气体排放产生即时影响。

深耕通过破坏大团聚体、释放受物保护有机碳，触发 CO2脉冲（短期排放增加 25%~50%）；

相反，保护性耕作（少耕、免耕）通过减少扰动、保留表层团聚体与作物残体，有利于碳固

持与水稳性维持，使大团聚体比例提高 15%~30%，有机碳储量增加 0.4%~1.0% Mg·hm-2·a-

1[43]。然而，免耕的减排效应存在环境依赖性：在通气性较差的土壤与湿润期，免耕可能因

厌氧微环境的形成使 N2O 排放增加 15%~40%[44]。在农林免耕系统中，连续 3 年免耕使 0~15 

cm 土层大团聚体比例增加约 25%，有机碳储量增加 0.6 Mg ·hm-2·a-1，但湿润期（土壤含水

量>70%）N2O 排放较翻耕增加 30%[43]。这种权衡效应凸显了免耕需与作物管理、氮素优化

及覆盖作物等措施协同优化，以最大化固碳效应并降低温室气体增排风险。尽管上述研究揭

示了单项管理措施的作用规律，但农林复合系统的实践需求与现有知识之间仍存在显著差

距。 

2  团聚体稳定性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机制 

2.1  对 CO2排放的影响机制 

团聚体通过物理保护、扩散调控和温敏调制调控 CO2 排放（图 1）。物理保护降低微生

物、酶与底物的接触概率，抑制颗粒有机碳向可溶性有机碳的转化，从而减缓分解速率[12,39]。

扩散调控机制表现为团聚体对孔隙网络结构的重塑改变了 O2 和 CO2 扩散系数，进而影响微

生物呼吸的底物—O2 供应平衡[15]。温敏调制机制则体现在团聚体保护降低了碳库对温度变

化的响应敏感性：受团聚体保护的碳库表现出较低的温度敏感性（Q10 = 1.6~2.3），明显弱于

游离有机碳（Q10 = 2.5~3.5），呈现对升温矿化的“钝化”效应[45]。这三种机制相互耦合，共

同构成了团聚体调控 CO2排放的完整框架。 

物理保护效应在不同粒级团聚体中呈现显著的层级分异。微团聚体内矿物结合有机碳周



转时间约为 40~200 年 [12,39]，构成 CO2 减排的核心“物理屏障”，可使矿化速率降低

20%~50%[39]；相比之下，大团聚体包埋的颗粒有机碳周转期仅 3~12 年，但受团聚体保护的

有机碳占土壤有机碳的 30%~60%[46]。农林复合系统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这种层级效应：在橡

胶—茶叶复合系统中，大团聚体内颗粒有机碳矿化速率较游离颗粒有机碳降低 35%~55%[47]；

在核桃—小麦系统中，微团聚体内矿物结合碳贡献了 0~40 cm 土层碳库的 55%~65%[16]。这

种“微团聚体长期稳定—大团聚体快速周转”的分工机制，使农林复合系统兼具表层快速固

碳与深层长期封存的双重优势。 

团聚体稳定性的动态变化对 CO2 排放产生即时影响。当团聚体因耕作等扰动破碎时，

受保护的有机碳暴露于分解者，微生物—底物接触概率急剧增加，矿化速率可瞬间提高 2 倍

~4 倍，CO2峰值通常出现在扰动后 5~12d[48]。这种“物理破碎-碳暴露-微生物激发”的级联

效应，是解释耕作后 CO2脉冲排放的核心机制。然而，这一过程在农林复合系统中表现出更

高的空间复杂性：不同于均质农田，复合系统因植被配置导致的土壤结构空间异质性（如行

间、树冠下、作物根际）可能显著影响扰动后的 CO2排放模式，但相关研究仍较少。此外，

团聚体保护对温度敏感性的调制作用进一步影响了 CO2 排放的季节性动态，但这种“物理

保护—温度响应”的耦合效应在不同气候区的表现规律尚需系统验证。尽管上述机制框架已

初步建立，但定量解析团聚体尺度的 CO2通量构成仍面临方法学挑战。 

 



图 1 土壤团聚体介导的农林复合系统温室气体调控机制概念框架图（以彩图发表） 

Fig. 1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soil aggregate-mediated greenhouse gas regulation in agroforestry systems 

2.2  对 CH4通量的调控作用 

团聚体通过重塑孔隙尺度分布与通气环境来调节 CH4 的产生—氧化平衡（图 1）。孔隙

结构决定 O2扩散的空间异质性：大孔隙（>30 μm）提供好氧微环境，有利于甲烷氧化菌活

性与硝化作用；微孔隙（<10 μm）易形成厌氧微域，促进产甲烷与反硝化过程[15]。据此，团

聚体内部常呈现“好氧外壳—厌氧核心”的嵌套结构：外层为 CH4 氧化主区，内核为 CH4

产生主区；CH4 与 N2O 因受相反的氧化还原需求而呈现差异化环境响应。改善通气条件通

常增强 CH4氧化，但也可能强化硝化并增加 N2O 风险；通气受限则抑制 CH4氧化，而在适

度厌氧条件下易触发不完全反硝化，导致 N2O 排放上升[11,15]。同时，干湿交替通过改变空

气填充孔隙度与有效扩散通路，塑造短时“热点—热时段”，对瞬时 CH4通量方向与幅度具

有决定性影响[11,15,21]。 

团聚体对 CH4 通量的调控具有显著的水分依赖性。在农林复合系统中，旱地结构稳定、

通气良好的团聚体为甲烷氧化菌提供持续的 O2供给，使土壤通常表现为 CH4汇；改良土壤

结构可使 CH4 净吸收增加 30%~50%[7]，而压实或通气受限会显著降低 CH4 氧化能力[21]。在

此类系统中，中等含水量水平最有利于 CH4 氧化；当土壤接近饱和或持续干旱时，分别因扩

散受限或底物匮乏而降低氧化速率。此外，在淹水环境下，团聚体内部的 O2 梯度决定了源

汇功能的空间分异：厌氧核心区主导产甲烷，而好氧外缘区承担甲烷氧化，二者对孔隙尺度

和水分状态极为敏感[15]。管理措施可通过调控这一本底平衡实现减排：间歇灌溉通过缩短强

厌氧持续时间，可将水田 CH4 净排放量降低 40%~65%，但需权衡 N2O 排放风险与产量稳定

性[49]；生物质炭的施用通过提高团聚体稳定性与通气性、优化孔隙连通性并提供微生境异质

性，进一步提升 CH4 氧化潜力[40-41]。这种“结构改良—O2 供应—微生物过程”的级联效应，

为旱地与水田系统的差异化 CH4 管理提供了机制依据。尽管现有研究揭示了团聚体结构—

温湿动态—气体通量之间的若干关键环节，但在多物种、多层级的农林复合系统中，团聚体

“扩散—反应”参数的时空动态尚未被充分约束，过程归因与生物干预作用尚不清晰，团聚

体尺度过程向田块乃至景观尺度的放大效应仍缺乏长期原位观测和多模型交叉验证，亟需作

为后续研究重点。 

2.3  对 N2O 排放的影响路径 

团聚体微尺度 O2梯度决定 N2O 的生成与还原[11,50]。团聚体通气良好区域以硝化作用为

主，产生的NO3
-向内部扩散；而内核O2受限区反硝化成为主导，NO3

-被还原为N2O或N2
[50]。

这一梯度的突变程度受环境因子强烈调控：水分状态影响 O2 扩散速率与厌氧体积比例，pH

则通过调节 N2O 还原酶（nosZ）活性影响 N2O 向 N2的还原[51]。因此，团聚体微域的 O2 梯

度与电子受体利用共同决定了 N2O 的净排放强度。 

不同粒径团聚体因 O2扩散路径与厌氧体积比例的差异，表现出显著的 N2O 产生尺度效

应。利用 X 射线 CT 结合 15N 示踪的研究证实：2~5 mm 团聚体具有最高的 N2O 产生速率，

显著高于<0.25 mm 团聚体和>5 mm 团聚体[11]，说明厌氧体积与底物扩散通道的并存可促进

不完全反硝化。总体规律可归纳为：（1）<0.25 mm 团聚体极度厌氧且底物扩散受限，以完

全反硝化为主，N2O:(N2O+N2) = 0.15~0.30[50]；（2）0.25~2 mm 团聚体具有明显的好氧—厌氧

界面，硝化—反硝化耦合强，N2O:(N2O+N2) = 0.40~0.65[11, 50]；（3）2~5 mm 团聚体局部厌氧

并伴随一定 O2 渗透，N2O:(N2O+N2)处于中等水平[11]；（4）>5 mm 团聚体以好氧微域为主，

仅中心孔隙呈厌氧，N2O 产生强度相对较低[10, 50]。这种尺度依赖性揭示了团聚体粒径分布

对田块尺度 N2O 排放的决定性作用。 



水分动态触发的团聚体结构变化是 N2O 脉冲排放的关键机制[51-52]。干湿交替、降雨或

灌溉导致团聚体部分崩解并释放被物理保护的无机氮与碳底物，同时改变 O2 扩散路径，诱

发短时高强度的“脉冲式”N2O 排放[53]。在滴灌玉米试验中，灌水后 24 h 内 N2O 通量峰值

达 720 µg·m-2·h-1，占生育期总排放量的 18%~22%，且与<2 mm 团聚体破碎率呈显著正相关
[52]。这种“团聚体破碎—底物暴露—O2 波动”的动态过程解释了 N2O 排放的高度时间变异

性。施氮后，铵态氮与硝态氮在团聚体内外的时空分布差异，再叠加干湿交替和结构重组，

可进一步放大此类脉冲[54]。因此，管理措施的时机选择对 N2O 减排至关重要。 

农林复合系统中根际碳输入与团聚化过程的交织使 N2O 调控更为复杂[24-25]。在间作或

套作系统中，根系分泌物促进微生物活性并改变功能基因表达，通常提高 nosZ:nirS 基因丰

度比值，增强 N2O 还原为 N2 的潜力，从而降低 N2O:(N2O+N2)比值[23]。在温带杨树—小麦

带状间作体系中发现，树行 0~5 cm 土层 nosZ:nirS 比值提高 45%~60%，对应的 N2O:(N2O+N2)

由单作的 0.55 降至 0.33[55]；然而，根际富集的可利用碳也可能产生相反效应：在施肥或降

雨后，根际碳激发微生物活性，触发更强的短时 N2O 峰值，但施肥后 3~7 天的瞬时 N2O 峰

值仍较单作高 30%~50%[55]。这种“长期抑制—短期激发”的双重效应，反映了根际—团聚

体—微生物三者空间耦合的动态复杂性。此外，准确解析 N2O 产生路径与调控机制需要多

种示踪工具的集成应用。然而，在农林复合系统中整合这些技术方法仍面临挑战[24-25,56]：（1）

如何在树行、行间和根际中定量分析干湿交替或施肥触发的 N2O 脉冲及其驱动机制;（2）不

同植被配置下根际、团聚体与微生物的三维空间互作如何影响 N2O 源汇功能；（3）团聚体

尺度过程向田块乃至景观尺度的放大效应缺乏长期原位观测和多模型交叉验证。 

3  农林复合系统管理措施的温室气体调控效应 

3.1  林下套种模式的影响 

林下套种是指在林冠覆盖下或行间空间，与主栽树种在时间与空间上套作/间作作物或

覆盖作物的配置方式，依托物种功能互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与生态位分化，从而增强系统碳

汇并调控 GHG 排放[16,23]。在管理层面，行间与“林冠+行间”生物覆盖是关键杠杆，叠加带

状生物质炭和分区施肥（控释/硝化抑制剂、分时分区）可通过截留并再分配无机氮、缓释根

际碳输入、稳定水热、促进根道宏孔与孔隙连通，缩短强厌氧持续时间并缓解扩散受限，进

而提升 CH4 氧化、抑制 N2O 形成，同时增强团聚体稳定性与碳固持。其核心机制可概括为

“固氮—深根—高根密度”的组合：豆科作物通过生物固氮增加氮素输入并提高根际碳分

泌，深根木本在 20~60 cm 土层维持较高含水量并降低大团聚体破碎率 20%~30%，须根—豆

科作物系统则增加表层大团聚体比例及 MWD 的 15%~25%[7,12]。然而，不同物种组合与管

理措施下的协同或权衡效应差异显著，需系统解析其作用规律。林下套种对团聚体稳定性的

提升与碳固持效应呈现显著协同效应。在枣树—多年生黑麦草条带间作体系中，0~40 cm 土

层有机碳含量较单作枣园提高约 36%，>0.25 mm 水稳性大团聚体比例增加 4%~6%，且田间

持水量提高近 15%[57]。鉴于不同物种组合与管理措施间协同/权衡差异显著（如边际带“热

点”排放），亟需在不同空间单元（林冠下、边际带、行间）上量化上述机制的相对贡献并

实现参数化，以支撑农林复合系统的优化设计与精准管理。 

林下套种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呈现“N2O 可控减排—CH4 氧化增强”的总体特征
[12,57-58]，但需警惕固氮带来的 N2O 增排风险。Meta 分析显示，谷物—豆科套种可将土壤 N2O

排放平均削减 18%（在碱性土壤中削减幅度达 28%），而对 CO2 与 CH4 的平均影响不显著
[23]。然而，豆科固氮也可能触发 N2O 增排：在亚热带柚木—花生套种林地，花生固氮使表

层全氮提高 21%，但 N2O 年累积排放量上升约 35%[58]。管理措施可有效缓解这一权衡：施

用含硝化抑制剂的缓释尿素可将 N2O 排放降至对照的 0.6 倍~0.8 倍，并维持 15%的总生物



量增益[58]。在 CH4调控方面，林下套种通过提升> 2 mm 团聚体比例与孔隙连通度，使 CH4

氧化速率提高约 40%；土壤—大气扩散占比由 62%降至 48%，而微生物氧化贡献升至 38%[7]。

这表明改善土壤结构可同步增强 CH4汇功能。 

林下套种所形成的空间异质性既是生态功能多样性的来源，也对精准管理提出挑战。以

油茶—花生为例，行间 0~0.5 m 的“边际带”N2O 峰值通量为林冠中心的 1.7 倍[59]，反映了

根际碳氮输入、土壤水分与温度的显著空间分异。该特征提示须开展高分辨率监测并实施分

区化管理。当前研究仍存在关键研究缺口：（1）如何精确配置树种—作物组合以最大化团聚

体稳定性增益并最小化 N2O 排放风险，仍缺乏长期（>5 年）验证与参数化设计方式；（2）

如何通过优化农林配置（行距、密度与耕作方式等）主动调控根际孔隙连通度以增强 CH4氧

化，缺乏可操作的技术体系；（3）边际带、林冠下、行间等微生境的温室气体通量如何延伸

到田块尺度，以及不同气候区、土壤类型下的外推规律尚不明确，亟需高分辨率通量观测与

多模型（扩散—反应、过程模型与数据同化）交叉验证支撑。 

3.2  生物质炭施用的综合效应 

生物质炭通过“物理成核—化学键合—生物栖位”机制提高团聚体稳定性[40]。高温炭（≥ 

600 °C）因芳香化程度高，在最初 6 个月内通过 pH 缓冲与铵态氮吸附使 N2O 排放降低

30%~50%；低温炭（≤450 °C）可短暂提高微生物呼吸 15%~25%，但 6~12 个月后对团聚体

稳定性的提升幅度（以 GMD 计）较高温炭高 10%~15%[40,59]。实证研究证实了这种短期效

应：在杨树—玉米间作黑土施用竹炭后一年内>0.25 mm 团聚体由 52%升至 67%，N2O 累积

排放量降低 28%[8]；在酸性红壤柑橘与绿肥系统中，550 °C 秸秆炭削减 42%N2O 排放 [41]。

生物质炭的长期 (>5 年) 效应呈现“固碳持续—减排衰减”的分异特征。少数长期研究显

示，核桃—小麦系统施用玉米秸炭 5 年，有机碳年净固存率保持在 0.8~1.2 t·hm-2·a-1，但 N2O

减排效应为初期的 40%~60%[59]。这种衰减可能源于：（1）生物质炭表面官能团的氧化与钝

化降低了对铵根离子的吸附能力；（2）团聚体结构的长期稳定使厌氧微域比例相对稳定，削

弱了对反硝化过程的持续抑制；（3）本底氮素周转逐渐成为主导，稀释了生物质炭的相对贡

献[40]。因此，长期应用生物质炭需考虑周期性补施或与其他措施协同。 

生物质炭与化肥或有机物料的协同施用可放大温室气体减排效应并提高养分利用效率
[40,59]。生物质炭与化肥配施可使氮肥利用效率提高 12%~18%，N2O 排放强度（单位产量）

下降 22%~35%[8,59]，机制在于生物质炭的孔隙结构延缓氮素气态释放并减少氮淋失。与有机

物联用时效应更为显著：在苹果—三叶草系统中，生物质炭配施堆肥使 CO2 峰值降低 28%

并延长碳停留时间[40]，体现了生物质炭稳定与有机物活性炭源的互补效应。这种协同策略为

农林复合系统的养分与温室气体综合管理提供技术途径。此外，生物质炭效应受土壤类型制

约：黏粒> 35 %的黏质土通气孔隙度提高 40%~55%，N2O 减排 25%~38%；而砂壤土（砂粒> 

60%）各指标仅约为其 50%[41]，反映了黏质土对孔隙结构改良的更高响应。然而，复合系统

中生物质炭如何与绿肥、林下凋落物等多源有机质协同影响团聚体形成与温室气体排放，以

及不同植被配置下生物质炭的最佳施用量、施用深度与周期，缺乏长期碳氮耦合机制的定量

探究。 

3.3  耕作管理的调控作用 

深耕通过破坏团聚体结构触发显著的 CO2“突释”效应[12,48]：耕后 CO2 通量达 150 

CO2·mg·m-2·h-1，为免耕的 2.1 倍；据此估算，14 天累积排放较免耕增加约 0.26 t·hm-2[60]。

这种脉冲排放的时间动态反映了团聚体破碎、有机碳暴露与微生物响应的级联过程。降低扰

动强度可起到减缓作用：浅旋耕（12 cm）配合秸秆覆盖可将团聚体破碎率降低 40%，使 CO2

脉冲减半[48]，表明耕作深度与表面覆盖的优化可以有效缓解碳损失。 



保护性耕作（免耕、少耕）通过减少扰动、维持团聚体结构，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出显

著的减排与固碳效应[12,48,60]。Meta 分析表明，保护性耕作平均可将翻耕土壤 CO2 排放减少

21%，在干旱沙质土中减幅扩大至 29%[61]；免耕 3 年以上可使 0~20 cm 大团聚体比例提高

17%，有机碳增加 0.32 Mg·hm-2·a-1[43]。然而，这种效应存在显著的环境依赖性：在长江流域

水稻—茶树复合湿润、通气性差的土壤中，免耕导致的孔隙堵塞与厌氧微域扩大可使 N2O 排

放升高 25%~45%[21,23]。这种 CO2减排与 N2O 增排的权衡效应，源于免耕改善的团聚体稳定

性在湿润条件下促进了不完全反硝化过程。 

条带耕作通过空间分异管理实现减排与生产的协同。旱作玉米采用条带耕作（30 cm 扰

动带+60 cm 保留带）使 N2O 排放较常规面耕低 35%，产量无显著下降[54]，体现了局部耕作

与整体保护的优势。深耕与深根作物轮作则针对深层土壤固碳：在核桃园 20~40 cm 定向施

堆肥，可使该层有机碳增加 0.3~0.5 g·kg-1·a-1，部分抵消表层损失[16]。这些策略的核心在于

耕作、覆盖、灌溉与作物配置的系统优化。然而，当前研究仍存在不足：保护性耕作在湿润、

通气性差的农林复合系统中如何通过精准灌溉、覆盖作物或条带耕作等措施协同优化，以降

低温室气体排放风险，缺乏长期多因素交互试验与定量化管理研究。 

4  区域差异特征与环境响应 

4.1  气候条件的影响 

降水是 GHG 排放的首要调控因素[21,23]。亚热带湿润区年土壤 CO2 排放量为 7.8~11.8 

t ·hm-2，显著高于半干旱区的 4~6 t·hm-2 [62]。季节动态呈现显著的水分驱动特征，在雨季（6—

8 月），N2O 排放占全年 55%~70%；一次> 30 mm 的降雨后 72 h 内 N2O 峰值可达 180~250 

µg·m-2·h-1，为旱季的 8 倍~12 倍[63]，说明降雨触发的厌氧微域扩张与底物释放是 N2O 脉冲

排放的关键机制。半干旱区虽总体碳周转较慢，但降雨触发的“再润脉冲”对 CO2 和 N2O

释放具有强驱动效应[48,53]。温度则通过调控酶活性影响呼吸速率，受团聚体保护的碳库表现

出较低的温度敏感性[45]。在东北针阔混交—大豆系统中，春季融冻（3—4 月）使大团聚体

破碎率提高约 20%，贡献了全年 N2O 排放的 30%~40%[53]。极端天气事件通过改变团聚体水

分状态与孔隙 O2环境，触发温室气体的脉冲排放[53]。持续淹水显著提高厌氧持续时间，提

高 CH4 和 N2O 排放风险：在泥炭地 15 天连续淹水期间，CH4 峰值约为常态的 8 倍，累积

N2O 增至对照的 2 倍以上[64]。热浪叠加干旱后的首次降雨易触发 CO2与 N2O 双脉冲：干旱

期脉冲幅度通常为平季的 3 倍~6 倍[53]。极端降雨的单次贡献可达全年排放的显著比例[63]。

这些短期事件的累积效应在年度碳氮收支中不可忽视，但其频率与强度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呈

上升趋势，增加了排放预测的不确定性。 

未来气候变化背景下，CO2浓度升高与温度上升对团聚体温室气体系统产生相反的驱动

力。开顶式空气 CO2 富集试验表明，提高大气 CO2 浓度可通过强化根系碳输入促进团聚体

形成：在杨树—大豆复合系统中，细根生物量增加 22%~38%，团聚体的 MWD 提高

15%~20%[65]，机制在于 CO2 升高增加了根系分泌物与 EPS 的分泌，增强了生物胶结作用。

然而，升温则加速碳分解并削弱碳汇增益：若同时增温 2 ℃，土壤呼吸 Q10可由 2.1 升至 2.6，

净碳汇增益下降 35%~40%[45]。二者的净效应取决于氮、水分限制及团聚体结构的响应：在

氮充足条件下，CO2 升高促进的生物量增长与团聚体稳定性可部分抵消升温导致的碳损失；

但在氮限制或干旱条件下，升温效应占主导[38,65]。尽管大量研究揭示了水热格局和极端事件

的影响规律，但基于团聚体过程的定量预测能力仍显不足。 

4.2  土壤类型的差异响应 

土壤质地决定团聚体形成机制及 GHG“基线”[9,39]。在富含铁铝氧化物的红壤柑橘园



（黏质土）中，矿物结合态有机碳约占有机碳的 50%，年土壤呼吸相对较低（6~7 t ·hm-2）;

然而，通气受限促使 N2O 年排放达 2.5~3 kg·hm-2，高于砂壤核桃园的 1.8 kg ·hm-2 [62,64]。这

源于黏粒与铁铝氢氧化物促成微团聚体保护而抑制 CO2，增加 N2O 潜势[39,66]。因此，土壤

质地决定了温室气体调控的基本方向：黏质土需侧重 N2O 减排，砂质土需强化固碳。在砂

壤土核桃园一次性施入 30 t·hm-2 堆肥后，>2 mm 团聚体比例由 38%升至 55%；而在壤质土

中仅由 52%升至 61%，显示边际效应明显[41]。这种差异源于低有机碳（<10 g·kg-1）的砂壤

土因缺乏有机胶结物，对有机物或生物质炭的增碳与团聚效果最敏感[28]。由此，可知砂质土

应优先施用大量有机物料以提升团聚体比例，而高有机碳土壤应侧重施用生物质炭等稳定性

物料，改善团聚体内部孔隙结构，而非单纯追求有机碳总量增加。土壤类型的差异响应在田

块尺度内进一步表现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在半干旱苹果园，树干近旁 N2O 热点与行间 CH4

吸收冷点交错，N2O 年排放在树干 0.5 m 处较 2.5 m 处高 50%以上，空间变异系数达

45%~60%[63]。这种空间异质性对温室气体精准核算提出了挑战，未来需开展多站点、长期

空间监测，获取不同土壤类型与系统配置下温室气体排放的“热点/冷点”形成与演变数据

库，并建立“土壤属性—植被配置—温室气体通量”的空间预测模型。 

5  研究方法与技术进展 

5.1  团聚体稳定性评价方法及其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关联 

团聚体稳定性评价是理解其调控温室气体排放机制的基础。Yoder 法[9,67]与 Le Bissonnais

法[68]通过 MWD、GMD、稳定性指数（KSI）等指标量化团聚体稳定性（表 1），其中 Le 

Bissonnais 法的 MWD 变异系数显著低于 Yoder 法，具有更佳的重复性[69]。这些稳定性指标

与温室气体排放密切相关[16]。这种关联性源于稳定团聚体对有机质的物理保护作用及其内

部厌氧微域对反硝化过程的调控效应。为深入理解团聚体稳定性与温室气体排放的耦合机

制，新兴技术将团聚体评价体系从单一稳定性指标扩展到“结构—功能—排放”的多维度耦

合分析：X 射线显微计算机断层扫描（µCT）技术可实现团聚体内部孔隙结构的三维成像，

揭示孔隙连通性与 CH4 氧化速率的正相关关系[70]；激光衍射（LD）粒径测定技术不仅将测

定效率提高 80%[71]，还可与稳定同位素示踪技术结合，精确量化不同粒级团聚体的碳循环

特征，研究发现>0.25 mm 团聚体中新碳贡献率达 19%，且该粒级团聚体的 CO2 排放速率较

<0.25 mm 团聚体低 30%~40% [46,71-72]。这些技术的整合应用可定量解析农林复合管理措施如

何通过改变团聚体粒级分配和稳定性影响温室气体通量。然而当前研究中振筛装置与参数设

置的差异导致不同研究结果难以直接对比，制约了跨区域、跨系统的比较研究，因此亟需建

立标准化的测定方法体系，为准确评估团聚体稳定性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调控作用提供技术保

障。 

表 1 常用土壤团聚体稳定性评价指标汇总 

Table 1 Summary of commonly used evaluation indices for soil aggregate stability 

稳定性特征 

Characteristics of 

stability 

指标表征 

Indicator 

characterization 

生态学特征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常用场景 

Common application 

scenario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平均质量直径

（MWD） 

数值越大，团聚体越

稳定性；受粒径分布

于黏结作用共同影响 

与入渗、抗蚀、

保水与碳保护相

关 

耕作、施肥与覆盖

等管理措施对结构

影响评估；侵蚀敏

感性研究 

[67] 



5.2  温室气体监测技术在团聚体研究中的应用 

准确监测温室气体排放是阐明团聚体调控机制的关键，这需要从田间到团聚体的多尺度

技术集成。在田间尺度，动态箱测定的 N2O 年通量平均较静态箱高 20%~40%，能更准确地

几何平均直径

（GMD） 

对细小团聚体变化更

敏感；数值越大越稳

定 

反映土壤细碎化

程度与微团聚体

动态 

微团聚体稳定性评

估；干湿循环、冻

融等扰动 

[68] 

团聚体稳定性指数

（ASI） 

数值越大代表稳定性

越强；阈值与算法不

同意，需在方法中注

明采用的公式 

综合反映抗水蚀

和抗机械破碎能

力 

比较干筛与湿筛结

果；评估农业管理

措施对土壤结构的

综合影响 

[73] 

可分散黏土百分比

（DCP） 

数值越低，水稳性越

好 

反映土壤胶体分

散潜能；与钠离

子含量正相关，

指示结皮与分散

风险 

盐碱或钠质土壤分

散性与灌溉水质评

估 

[74] 

分形维数（D） 

D 增大（趋近 3）表

明团聚结构更碎化、

稳定性更差；常与

MWD/GMD 负相关 

量化颗粒自相似

分布；常与有机

质含量负相关 

退化土壤结构评

估；机械扰动、侵

蚀梯度分析 

[75] 

湿筛稳定性

（Kemper-Rosenau

法，MWD_wet） 

数值越大，团聚体稳

定性越好 

直接反映水稳性

大团聚体比例，

与抗蚀性正相关 

耕作、覆盖、改良

剂对水稳性影响；

土壤侵蚀风险评估 

[76] 

Le Bissonnais 指标 

基于不同润湿/扰动预

处理计算的稳定性

（常报告为 MWD-

LB）；可区分崩解机

制（溃散、膨胀、机

械破碎） 

综合评估在情景

化湿润条件下的

水稳性 

水蚀敏感性分级；

耕作制度与土壤管

理效果评估 

[14] 

水稳性团聚体比例

（WSA） 

比例越高，稳定性越

强；常指>0.25 mm 水

稳性团聚体的质量百

分比 

与土壤抗侵蚀能

力、微生物黏结

作用和有机质密

切相关 

生态恢复与地力提

升工程中的土壤质

量监测 

[77] 

结构稳定性指数

（SSI） 

常用定义：SSI = 

1.724 × SOC / (黏粒

+粉粒) × 100% ；

阈值示例：<5 很差、

5~7 差、7~10

中、>10 好（需说明

采用标准） 

体现有机质与细

粒组分的耦合关

系；高值通常有

利于团聚结构稳

定与抗逆性 

有机质管理（秸

秆、堆肥与生物质

炭等）对土壤结构

的改善效果评估 

[78] 

孔隙连通性指数

（PCI） 

数值越高，孔隙网络

更连通；为团聚体稳

定性的间接指示 

反映通气性和水

分传导效率，与

根系、微生物活

性相关 

基于 CT 或图像分析

的团聚体孔隙网络

与根际微环境研究 

[79] 



捕捉团聚体破碎后的脉冲排放[80]，而涡度相关技术可连续监测生态系统尺度 CO2 交换，结

合土壤呼吸分离技术可量化团聚体稳定性对土壤呼吸的贡献[81]。为深入探究团聚体尺度的

排放机制，高灵敏度检测技术显著提升了研究精度，其中可调谐二极管激光吸收光谱

（TDLAS）和腔衰荡光谱（CRDS）将 CH4、N2O 检出限分别降低至 0.3 ppb 和 0.1 ppb，时

间分辨率达 1 Hz[82]，可精确测定不同粒级团聚体的温室气体排放速率。在此基础上，同位

素指纹技术进一步区分了排放来源，利用 δ 15N-与 δ 18O-N2O 分析表明，农林复合系统>2 mm

团聚体中硝化贡献约 35%，反硝化贡献约 65%[56]；同时，功能基因定量揭示了团聚体尺度

的微生物机制，华东农林复合系统土壤 nosZ 丰度较对照农田高 60%~90%，对应 N2O:(N2O 

+ N2)比值下降[55]。尽管多尺度嵌套观测正成为发展趋势，但针对团聚体-温室气体关系的技

术整合方案仍需进一步优化。 

5.3  模型模拟与预测 

涉及土壤团聚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模型大体可分为过程模型、经验统计模型和机器学习模

型,其中以过程模型为主，并呈现出从经验统计向显式（或半显式）描述团聚体微观过程转变

的趋势（表 2）。多项研究表明，纳入反映土壤结构/团聚体的参数通常能够提升模拟精度[83-

88]。例如：反硝化—分解模型（DNDC）引入团聚体含氧体积分数后，对农林复合系统日尺

度 N2O 排放模拟的决定系数由 0.52 提高至 0.78[83]；每日—世纪模型（DayCent）加入“团

聚体保护因子”后，20 年试验中的有机碳变化预测与实测相关性为 0.82，长期预测误差由

18%降至 11%[84-85]；社区陆地模型 4 甲烷模块（CLM4Me）嵌入基于团聚体孔隙结构的 O2

扩散参数，将高纬地区 CH4 排放模拟偏差由 45%降至 18%[86]。这些模型不仅提升了预测精

度，更为农林复合系统管理优化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支撑：基于团聚体—温室气体耦合模型的

情景分析表明，优化施肥与间作模式可在维持95%产量的同时降低年N2O排放25%~30%[87]，

而贝叶斯参数优化使全球土壤有机碳模型不确定度收窄 30%~40%[88]。总体而言，能够系统

考虑团聚体空间格局及其对气体迁移与反应影响的模型仍然稀缺，尤其缺乏针对农林复合系

统空间异质性（如根系分布差异、凋落物输入的时空变异、水热条件的垂直梯度等）的新一

代模型。建议发展具备多域多孔扩散—反应表述并与多尺度观测（室内微观、田间自动箱体、

涡度协方差、遥感）耦合的数据同化框架，以持续提升模拟精度与预报能力。 

表 2 土壤团聚体与温室气体（GHG）研究的主要方法学框架与适用性 

Table 2 Main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s and applicability of soil aggregate and greenhouse gas (GHG) 

research 

核心要素 

Key 

elements 

方法或指标 

Methods or 

Indicators 

尺度或分辨率  

Scale or Resolution 

适用性 

Applicability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团聚体结

构  

Yoder 湿筛法 

级分粒径 mm 级

（常见>2 mm、

2~1 mm、1~0.25 

mm、<0.25 mm）;

样品尺度 

操作简便、重复性较好；但预

处理与操作可能原始结构 
[15] 

Le Bissonnais

法（快速湿润/

慢润湿/机械扰

动） 

级分粒径 mm 级；

样品尺度 

综合评估水稳性与崩解机制，

指标全面；但耗时、需严格标

准化 

[15] 



μCT 扫描  

分辨率常见 5~50 

μm；视野 mm-

cm；三维 

无损三维孔隙—团聚体结构表

征（孔隙率、联通度、曲折度

等）；设备昂贵，数据分隔与

定量分析复杂 

[12] 

温室气体通

量 

静态/动态箱法 

小区—微地形尺度

（典型 0.01~1 

m2）；分钟—小时

时间分辨率 

成本较低、灵活、适合处理对

比与事件驱动过程；但空间代

表性有限，人工/边界效应与扰

动需校正 

[89] 

涡度相关 

生态系统尺度

（km2 水平）；连

续长期 

提供连续通量收支；适合季节

—年际变化与管理因子响应；

设备昂贵，数据质量控制与足

迹分析复杂 

[90] 

激光光谱

(TDLAS/CRDS) 

点位—系统组件

（ppb 级灵敏

度）；与箱体/涡

度/梯度系统耦合

使用 

多气体高精度同步测量；需定

期校准与稳定温控，本身不直

接给通量，需与通量框架结合 

[89] 

过程溯源  

稳定性同位素

示踪 

分子—过程尺度；

事件—季节 

区分硝化与反硝化来源；分析

成本高；N2O：δ 15N、δ 18O、

SP-15N；CO2 与 CH4：δ 13C  

[91] 

功能基因定量

(amoA、

nirK/nirS、nosZ 

clade I/II；

mcrA、pmoA)  

微生物群落—微环

境尺度 

反映功能潜力与表达水平，辅

助解释过程；但难以直接量化

瞬时通量，需与过程测定或同

位素结合 

[92] 

模型 

反硝化—分解

模型

（DNDC） 

田间—区域尺度；

日尺度 

显式硝化、反硝化与水分—扩

散控制；可模拟 N2O 与 CH4；

参数较多、需本地化校准与结

构假设检验 

[83] 

每日—世纪模

型（DayCent） 

生态系统—区域尺

度；日尺度—多年 

多碳库与氮循环耦合，适于长

期有机碳与 GHG 评估；对事件

驱动短期脉冲响应较弱 

[8] 

社区陆地模型

（CLM） 
日—小时尺度 

陆面过程一体化，甲烷模块较

完善；N2O 过程相对简化，农

田管理需细化参数化与验证 

[86] 

6  结论与展望 

土壤团聚体稳定性通过塑造孔隙与微域，耦合碳分解、氮循环与甲烷代谢，是农林复合

系统协同增产与固碳减排的关键杠杆，而管理措施（套种/生物质炭/保护性耕作等）又具有

明确且突出的情景依赖效应。因此，团聚体—农林复合生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的机理、过

程和调控仍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研究应优先聚焦于：（1）阐明根系对团聚体形成与稳定的塑

造作用，量化不同植物及其分泌物的影响。在团聚体尺度上，解析根际底物供应、O2梯度与

微生物功能群落的相互作用及其调控温室气体产生与排放的机制，区分不同来源有机物对碳



物理保护与养分循环的贡献差异；（2）发展原位成像与传感技术，实时捕捉团聚体内部水气

运移与微生物活动的动态。在此基础上，整合从点位到田块乃至区域的通量观测网络，实现

对排放时空异质性的精准刻画。最终，开发并完善耦合了土壤物理结构与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的机理模型，利用多源数据进行验证与优化；（3）面向多样的农林复合模式与环境条件，优

化物种/配置、生物质炭施用、生物覆盖与水肥一体化等综合管理技术，通过长期定位试验，

评估这些技术组合在保障生产力、提升土壤碳库和实现持续减排等方面的长期效果与经济可

行性；（4）探究极端气候事件如何通过破坏团聚体结构而触发温室气体脉冲式排放，并评估

其恢复潜力。利用经过充分验证的机理模型，模拟并预测农林复合系统在未来不同气候变化

情景下的碳氮循环与温室气体排放轨迹，为制定前瞻性的适应策略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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